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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人居为奇货的产品。只要造出好的产品，大多数中国人一定

会选择国货。沈鸿成功了，利用锁厂一天天壮大起来。正当沈

鸿满怀憧憬，将业务拓展到机器和汽车制造，准备大显身手时，

1937 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了上海，给上海的工厂带来

了巨大的威胁。国民政府和企业主自然不愿让上海的工厂设备

落入敌手。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西迁工厂。沈鸿得消息后，

立即建议股东将工厂设备一分为二，与制锁相关的设备留上海

继续运作，机器制造设备和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专用机床，由他

负责迁往大后方，为抗战服务。可他找到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

员会办理内迁时，却被告知因经费有限，政府不扶持诸如利用

厂这类规模较小的工厂内迁，如愿意内迁，只能自费相随。沈

鸿在股东的支持下，决定自费随队内迁。

1937 年 8 月 25 日晚，沈鸿租了两条民船，与师弟黄海霖

及陈孝良等九名徒弟，带着十余吨重的十台机器、194件工具、

18 册技术书籍，从苏州河起航，在 9 月下旬到达武汉。可刚到

武汉租下厂房，安装机器，办起了“利用武昌厂”，武汉也有

了沦陷之虞。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。但租船西进十分困难，

还得打点当地黑白两道。国难当头，国民政府如此无能，沈鸿

大失所望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沈鸿在武汉听了从延安采访回来

的《大公报》记者范长江的演讲，了解了延安的情况，又偶遇

了在上海读夜校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学陈振夏，沈鸿更知晓了

共产党抗日主张和艰苦抗日，感到共产党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

希望，便决心奔向延安。

很快，沈鸿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，表达了奔

赴延安的意愿。12 月 27 日，又到汉口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

与负责人钱之光商谈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事宜。次日，沈鸿将商

谈的情况致函在上海的利用厂董事会，表明在国家危急的情况

下，武汉“人心依然只顾自己，一盘散沙，每怀前途不胜殷忧也”，

表明“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，我辈既生一日，万不能坐视一日”，

八路军“愿无条件运陕，但祈机器不废置，而国家好多几分实力”，

征求各股东意见。利用厂董事会很快复电同意，并委托沈鸿全

权处理。但工厂迁陕并不容易，因为国民政府设定的企业迁移

地址并不包含陕西，若迁陕西，必须由资源委员会另外出具通

行证。在胡厥文等人帮助下，沈鸿来回奔波五次，费尽周折，

终于取得了去西安的通行证。

1937 年底，沈鸿与师弟和自愿前往陕西的六位徒弟，带着

机器设备和工具、图书等，从汉口分两路向西安进发。一路用

汽车运送机器设备等，由大徒弟陈孝良随车押运，一路由沈鸿

带领坐火车。坐火车自然比坐汽车的先到西安。那时，国民党

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，凡是运进陕甘宁边区的物资都要

受到严格的检查，国民党绝不会轻易让利用锁厂的机器设备进

入边区。为避人耳目，按照预定方案，沈鸿在西安上演了一出

好戏。他们西装革履，风光体面地住进了西安最高级的西京招

待所，随后前去拜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张厅长。张厅长

听说是资委会批准西迁的上海工厂的头面人物来访，自是非常

高兴，又是为沈鸿接风洗尘，又是陪沈鸿前往西安市郊等地考察、

选择厂址。周旋了大约五六天，沈鸿接到通知，押运机器的人

马到了，让他们立即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。从此，这位上

海来的沈先生在西安失踪了。

1938 年 1 月 30 日，正是腊月二十九，八路军办事处决定

趁着过年时国民党军队值守检查比较松懈的时机行动。31 日凌

晨，大雪纷飞，五辆延安派来的汽车载着沈鸿等人和机器设备

悄然离开西安。经过五天艰辛的历程，终于在 2 月 4 日农历正

月初五到达延安。沈鸿和他的利用五金工厂创造了抗战时期上

海唯一一家迁到延安的传奇。

当时的延安缺吃少穿，机器制造业更几乎是一片空白。沈

鸿带到延安的那些机器等虽然平常，但因为有了制造机器的母

延安时期，在窑洞前留影的沈鸿（右）。


